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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勞動市場中，勞動力人口除了處於適度就業（adequate employment）與未就業兩種情形外，還有可能落入兩者之間，即所謂的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或人力低度運用狀態。舉凡失業、工作時數不足、所得偏低以及個人所從事的職業與其教育程度不相稱等都包括在低度就業的範疇內（Hauser, 1974; 19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定義

圖表 1  人力低度運用之定義
對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而言，人力未充分運用（即低度就業）的比例愈高，對其經濟發展愈不利，因此低度就業是必須克服的問題。就不同低度就業類型之成因來研究，失業屬於立即可見性的問題，且對社會整體及個人的經濟狀況影響顯著，因此引發最多的政策關切與研究興趣；低工時與低所得雖然也是經濟性因素所造成，但是由於牽涉到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勞動市場的勞動供需問題，而且與景氣榮枯有關，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也未若失業問題般立即而顯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問題牽涉到全民教育水準的提高，以及科技轉型所帶來的產業與職業結構之轉變，當這兩者的變動趨勢無法一致，甚至產生相當大的落差時，探究教育與職業兩者的配合情形才有其意義（顏敏娟、葉秀珍, 1997）。

但在一個國家中，若人力低度運用的情形較高，則會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對經濟發展也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一.就業與教育關係的看法

Duncan and Hoffman(1981)提出超額教育的概念，注意到實際學歷與職需學歷之間是有所差異的，超額教育的薪資報酬率雖為正，但只有適度教育的一半。隨著勞動市場供給面平均教育程度與技術的日益提升，雇主為了極小化其生產成本，應用新的科技與概念，而調整其生產技術，但由於廠商與員工之間暫時性的缺乏協調，無法適切地運用員工的技術與能力，於是有超額教育的發生情形。

就業與教育關係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兩派

I.支持接受高教之文獻

1.人力資本理論，教育可以累積人力資本存量，提高勞動生產力，因而獲得較高的薪資報酬(Becker, 1964)。

2.一個人在教育的投資越大,人力資本越高,學識技能越強,工作效率越高,所得到的報酬也越多(黃毅志，1998)。

3.強調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人的素質，增加生產力，使廠商增加利潤及提高個人所得(彭台臨，1989)。

II.反對接受高教之文獻

1.文憑篩選說則質疑教育提昇生產力的說法,認為雇主只是將教育當作一種篩選機制,用以選出能力較好的人，教育所扮演的不過是一種訊息的提供,與生產力無關(Cohn and Geske,1990)。

2.即使更高教育不會提高個人的認知技能，人們仍願意將資源花費在更高教育的追求上，因為他們可以藉此向雇主透露訊息,表示他們擁有先天存在的個人特質,是雇主想要僱用的人(Katz & Ziderman 1980)。

然而，此兩派都贊成教育程度與薪資報酬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二.高教低就之相關理論與形成原因

I.任派理論（assignment theory）

假設勞動市場中員工因能力的高低，廠商因工作複雜度的不同，導致供給面與需求面均有所差異。當需求面的工作複雜度已固定，員工會衡量自身能力的高低尋求合適的工作，達到適當的工作分配，故高能力的員工勢必會尋找複雜度較高的工作，反之，低能力的員工會尋找複雜度較低的工作。當市場中因供給產生變化，例如平均教育水準提升，導致供給面與需求面原本的均衡產生變化，高能力的員工仍會選擇複雜度較高的工作，在需求面不變之情況下，工作的複雜度並無增加，亦無提升對員工的能力要求，此時則有超額教育的發生。

II. 配對理論（matching theory）

認為超額教育為一種短期現象。超額教育的發生，是在資訊不充分的工作搜尋中，所導致的受僱者和工作之間發生不相稱的配對現象，當受雇者的能力與該工作之性質有所差異的時候，因受僱者的高學歷無法充分獲得利用，因而與其他同等學歷者相較，薪資報酬較低，因此員工會離職以選擇更合適的工作機會，形成一種短期的現象。

Robst(1995)仍延續配對理論之說法，認為對單一員工而言，超額教育雖為短期的現象，但是對於整體勞動市場而言，則為一長期現象。大學的品質與超額教育發生機率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當員工學歷來自於較低品質學校時，則易從事職需學歷相對較低的工作，以彌補其人力資本品質的不足，因此發生超額教育的現象。反之，若員工學歷來自於較高品質的學校，則超額教育的發生機率較低甚至不會發生，顯示員工學歷與工作職需學歷彼此較為相稱。因此超額教育對學歷來自於低品學校的員工而言為長期現象，而對學歷來自較高品學校的員工而言，為一短期現象。

III.雙元勞動市場理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DLM):

Doeringer and Piore(1971)提出用二分法的方式把勞動市場分為主要勞動市場與次要勞動市場。Piore(1975)又把主要勞動市場分為高層勞動市場跟基層勞動市場。對於主要與次要勞動市場的簡述如下:

(一)主要勞動市場：工人擁有受訓機會及工作流動的階梯(Cohn and Geske, 1990,p65)，其就業穩定,工作條件好、工資較高、有很多晉升機會(Hoffman, 1986)。

(二)次要勞動市場：工人通常是臨時受雇，工資福利低、工作條件差、勞動力流動多、晉升機會少，在職訓練機會少或無(Hoffman, 1986)。

除此之外，主要勞動市場多為內部勞動市場，在內部勞動市場中,，薪資及僱用受機構或管理規則與程序決定，不受經濟變相決定；而次要勞動市場是靠競爭力來決定薪資及僱用，是屬於外部勞動競爭市場(McNabb, 1986,p160)。可以說主要勞動市場是強調知識，技能生產的非競爭市場，而次要勞動市場則是強調體力生產的競爭市場。
故有學者認為，市場本身的結構與特性，早已決定何人該進入何種市場，教育的作用實在有限。而且兩種市場(主要與次要勞動市場)間的工作流動甚小，一旦進入次要勞動市場,想向上流動至主要勞動市場的機會極其微小(Hoffman, 1986,p210-211)。事實上，對於主要勞動市場的工作者而言，人力資本的存量的確可以解釋所得的高低，但對於次要勞動市場的工作者而言，教育的多寡似乎不能完全解釋所得的高低。國內相關研究也證實,台灣地區的勞動市場也是呈現雙元勞動市場現象。

三.台灣歷年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變動趨勢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計算，係按職業及科系別教育程度，再以科系考量來判斷兩者之關係是否相稱。標準之建立係立基於以下兩項因素的考量：一為受教育年數，一為教育科系別。該項目之計算方法乃先就人力資源調查資料，求得各職業別就業者平均受教育年數，再以該算術平均數加上百分之二十五作為各類職業者受教育年數之上限，凡就業者之受教育年數超過此上限，即判定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其次，教育科系與職業工作內容是否配合或相近，係根據各項職業工作內容與各科系修習課程來加以主觀的判定。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男女比例

	年別
	男(%)
	女(%)

	1993
	5.64
	5.36

	1994
	5.42
	5.69

	1995
	5.82
	5.45

	1996
	6.03
	5.91

	1997
	6.74
	5.93

	1998
	6.62
	6.7

	1999
	6.79
	7.01

	2000
	6.73
	8.02

	2001
	6.88
	7.91

	2002
	7.33
	8.42

	2003
	7.74
	8.9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圖表 2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男女比例 (1993~2003)

由圖表2中可看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比例不論男女皆呈現逐年升高的趨勢，而女性的比例在1998超過了男性，可能原因為台灣早期社會男女不平等，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男女平等的觀念加深,讓女性有更多受教育的機會，且女性無兵役問題，受教育的時間限制和機會成本較男性低,導致比例迅速上升。

	1991年及2003年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之樣本特徵

	
	1991
	2003

	樣本特徵
	樣本人數
	佔該項比例%
	樣本人數
	佔該項比例%

	性別
	　
	　
	　
	　

	男性
	682900
	71.1
	386126
	68.9

	女性
	276975
	28.9
	174282
	31.1

	年齡
	　
	　
	　
	　

	15~24
	240592
	25.1
	94398
	16.8

	25~34
	475319
	49.5
	225529
	40.2

	35~44
	179049
	18.7
	145903
	26

	45~54
	37566
	3.9
	72655
	13

	55~64
	22585
	2.4
	18808
	3.4

	65及以上
	4764
	0.5
	3115
	0.6

	婚姻
	　
	　
	　
	　

	未婚
	442560
	46.1
	250631
	44.7

	有配偶或同居
	498060
	51.9
	294861
	52.6

	離婚分居
	17387
	1.8
	11765
	2.1

	配偶死亡
	1868
	0.2
	3151
	0.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0
	0
	0
	0

	國小及以下(含自修)
	0
	0
	0
	0

	國中
	0
	0
	0
	0

	高中高職
	675897
	70.4
	110759
	19.8

	專科
	136219
	14.2
	318609
	56.9

	大學及以上
	147759
	15.4
	131040
	23.4

	工作身份
	　
	　
	　
	　

	雇主
	10525
	1.1
	25466
	4.5

	自營作業者
	138308
	14.4
	119919
	21.4

	受政府雇用者
	82791
	8.6
	34023
	6.1

	受私人雇用者
	623438
	64.9
	309988
	55.3

	無酬家屬工作者
	104816
	10.9
	71012
	12.7

	工作地點
	　
	　
	　
	　

	北部區域
	424392
	44.2
	219762
	39.2

	中部區域
	228917
	23.8
	147824
	26.4

	南部區域
	250770
	26.1
	148862
	26.6

	東部區域
	12495
	1.3
	10169
	1.8

	其他
	43301
	4.5
	33791
	6

	樣本數
	959875
	100
	560408
	100

	資料來源：曾國寧(2004) 知識經濟發展前後的台灣勞動力低度運用現象及其因應對策探討


圖表 3  1991年及2003年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之樣本特徵
由1991年及2003年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之資料，根據圖表3我們可以發現,男性就業者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兩個觀測值皆達65％以上的水準,且其中大多數為有配偶或同居者,在年齡結構的分配上，以25歲至34歲年齡組所佔比例最高，65歲及以上年齡所佔比例最低，尚不及1％。至於教育程度方面,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人力主要集中於高中、高職以上之教育程度者，不識字、國小及以下(含自修)之教育程度者，發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比例為零，因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低度運用人力僅指具有較高之教育程度而擔任低職位工作者，而不包括較低教育程度擔任高職位工作者，因而教育程度高者發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比例較高。此外，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情形有明顯減少之趨勢，但是專科、大學及以上之教育程度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現象則有惡化之趨勢，顯示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力未能配合職場實際需要,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從工作身份來觀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人力以受私人僱用者所佔比例最大，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所佔的比例則有上升的趨勢。最後再從工作地點來觀察,就業者服務於北部地區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比例較高，但有逐漸下降的趨勢,相對服務於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比例則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四.影響台灣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因素

影響人力低度運用的因素，許多學者探討的角度不盡相同。綜括來說，影響最大的起因有以下幾項：

I.整體經濟狀況：

如Zvonkovic（1988）認為經濟體系景氣嚴重衰退會造成新工作機會減少與高薪工作數目減少，同時她也指出在大規模的產業裁員中，被裁撤的員工比較困難在相同產業的其他公司找到更高薪資及與本身技能相符的工作。也有學者提出儘管在經濟繁榮時期，若政府為了保護工作者的權益而實施較為嚴苛的勞基法與退休保障，這樣較為強硬的政策調整，將使公司無法及時彈性因應景氣循環來動態調整其勞動組合，而徒增經濟體系的不確定性（Leana & Feldman, 1992; Feldman, 1996）。此外，公司為了嚴格控制成本及勞動力的規模，而大幅降低正式員工的編制與增加約聘臨時員工的數目，最後將導致人力低度運用現象發生機率的上升（Feldman, 1996）。

II.產業轉型：

從1970年開始，國際市場由於兩次的石油危機而陷於不景氣，加上其他開發中國家勞力密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日益提高，以及已開發國家產品的技術層次相對於我國出口商品擁有較多的比較優勢，使得台灣原先享有優勢的勞力密集產品受到相當不利的影響，因此近年來，我國整體工業發展方向已漸由勞力密集產品的生產轉為技術密集產品的生產。再加上近年來台灣發生勞力市場供需失衡現象，這種現象以低技術層次的紡織品、鞋子、成衣、營造業等為最多，同時產業結構發生劇烈變動，不少勞工由製造業移轉到服務業、高科技產業等，這也讓台灣的資訊相關行業已經躍居世界第四大資訊產品生產國（王昭蓉, 2000）。隨著科技的快速的變動，電子業的轉型與內需規模的擴大，整體而言，台灣的經濟發展迅速由勞力密集工業邁向高科技工業與服務業。

正由於這些行業待遇較高，吸引了大量的勞工，致使需要耗費較多勞力的傳統製造業發生勞力不足的現象，這些產業升級所造成的夕陽工業可能會遭到淘汰，而產生歇業或關閉的命運，而有些產業為應付勞力不足或工資過高的危機紛紛易地生產，將廠房遷到國外，或採用機械化設施，多用機械少用人工，這都會降低國內的人力需求，造成失業。產業轉型常常是形成人力低度運用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產業結構升級時造成技術提升，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基層人力，轉而需求有較高科技能力的人才，此時，有些人就將面臨失業的困境。然而，這些面臨裁員者，可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因為其所學已經不符市場就業之潮流而繼續失業，或是因為擔心斷炊之苦而先隨意找一個工作再伺機換工作，如大學畢業生擔任勞力工作、博士班畢業擔任小學教師等，而形成高教低就的人力低度運用現象。

III.工作屬性：

Cameron, Kim及Whetten（1987）的研究發現當公司在進行重整時，公司的「管理強度」（administrative intensity），也就是公司內所有經理人員相對於所有員工的數目，也隨之降低。再者，Feldman（1996）認為包括幕僚人員、高薪經理人、及行銷與研發人員較容易產生人力低度運用現象；他同時認為第一線員工、非經理人員、及財務會計法務人員較不容易發生人力低度運用現象。

IV.產學脫節：

在勞動市場中，產學脫節是個嚴重的問題。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中，科技進步快速，學校培育的人才無法供應市場使用，這就是產學不能配合。探討產學脫節可從「量」與「質」來做探討，從「量」來分析，造成產學脫節原因是教育擴充量比產業快，教育擴充太快，造成學校所培育的人才過多，不能為就業市場所吸納，勢必形成失業，或人力低度運用的情形。政府近年來的教育擴充政策，其結果導致了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顯著提升，尤其是大專以上的高等人力更是迅速膨脹，超出了勞動市場所能吸納的高等人力需求量，結果除了造成近年來所謂「高學歷、高失業」的現象之外，也迫使許多就業者進入不符合其本身教育程度的職業，造成人力低度運用的現象（顏敏娟、葉秀珍，1997）。

另一個造成產學脫節的因素是「質」不能配合，所謂「質」的不能配合，就是在學校所學的與就業市場所需的技能產生脫節。教育與就業市場質的脫節，指的是除了上述量的脫節之外，學校所教的未能配合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造成有工作找不到人才，或是有人才找不到合適工作的失衡現象。國內高等教育一直被批評為與產業界需求之間存在有嚴重落差，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在於，國內高等教育普遍缺乏「實作」訓練，著重理論訓練的學校教育，所訓練的人才，往往需要一段相當時間的轉化與歷練，才能勝任本身的工作（王昭蓉，2000）。而普通高中，所傳授的學能往往是為接受高等教育做準備，許多畢業後不能升學者，所學到的就不一定能在就業市場上發揮生產效率。即使能繼續升學而得到大專以上的學歷，還是會因為所學的與產業界脫節而無法發揮學能，在中學所打下的學識基礎還是無法發揮效率。而職業教育又沒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支助，沒發揮應有的教學功效以配合產業界需求（黃毅志，1998）。

再者，在質的脫節中，高等教育所訓練出來的各科系畢業生之人數分佈，也未能與市場需求配合，而使得文、法、理、農科系畢業生，均出現就業機會相對不足的現象（王昭蓉，2000）。為了彌補產學脫節的差距，企業必須多花成本在教育訓練新人身上，或者，尋職者必須在學校教育之外多花心力培養從事工作的技能，對企業與求職者來說，都增加許多負擔。

V.人口統計特性：

當有學齡兒童的婦女遭逢離婚，她們通常選擇儘快地回到職場，去從事並不怎麼要求她們先前的教育背景與工作經驗的工作，而且婦女為了能在事業與家庭間取得均衡點，她們比男性更容易去接受低工資的工作（Rosen, 1987）。再者，因為年資或工會的保障，年齡較大的藍領階級員工比年輕的員工較不容易失業，但是他們在被解雇時，年齡反而成為他們再次被勞動市場雇用的阻礙因素。而且過度教育的工作者雖然比較不會被裁員及產生人力低度運用的現象，但是他們因為人力低度運用所造成的絕對及相對所得的損失反而較其他工作者來得大（Newman, 1988; Leana & Feldman, 1992）。

VI.就業歷程：

有被解聘經驗的工作者比起連續被雇用的工作者，容易產生人力低度運用現象，這主要是因為這些被解雇的工作者，在歷經一段長期的失業後，已耗費了他們的財務資源，因此，他們為了趕緊彌補財務困境，所以較容易去接受他們原本不喜歡的工作（Sandler, 1988）。再者，當組織縮減規模時，公司較容易裁撤那些表現平平且從事非核心工作的員工，而這些人一旦進入公司以外的勞動市場尋找工作，尤其在整體經濟環境與產業狀況不佳下，這些先前沒有優異工作記錄的人，常不得不去接受較低薪資與較輕職責的新工作，這就是Feldman（1996）所提，處於職場生涯停滯期的工作者，較容易發生人力低度運用的現象。

VII.求職策略：

即將畢業的學生，若能較早及較積極地求職，不但能磨練他們的面談技巧，也會增加他們找到合適工作的機會；被裁撤的工作者，本身若不積極地去找尋工作機會，就很有可能變成人力低度運用者（Roth & Cohen, 1986）。也就是說，在工作機會不多且在許多擁有類似經驗工作者的競爭下，積極與及早求職的人，將有較多的機會找到合適薪資與職責的工作。再者，再訓練（retraining）會協助工作者獲得在不同職業或產業工作所需的技能，轉換工作地點（geographical relocation）也將會增加工作者能找到適合他們本身技能工作的機會。但是當工作者拒絕額外的訓練與轉換工作地點，則他們就非常可能發生人力低度運用的現象。就即將畢業的學生來說，一開始求職就限制求職的地點，及拒絕去參加和工作相關的入門訓練與證照考試，將有很大的可能陷入人力低度運用的困境中（Leana & Feldman, 1995; Feldman, 1996）。

VIII.就業市場訊息不足：

每當勞動市場訊息欠缺時，由於雇主無法確實觀察到求職者的人力資本存量或生產力，雇主往往會以文憑的高低來衡量求職者的生產力，並以學歷的高低作為進用員工及工資給付的標準（江豐富, 1995）。「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的嚴謹定義應為：雇主認為能力或生產力越高者，才會接受越高的教育，故學校只不過扮演著篩選人才的角色；因此，當勞動市場訊息欠缺時，雇主往往會以學歷高低作為取才的及薪資給付的標準，這也使得學歷成為勞動者的「自我歸類的機能」（self-selection mechanism）。因此，為了充分向雇主顯示他的生產力以獲得工作及較優渥的薪資，員工或求職者往往對教育作了超額投資（江豐富, 1995）。

五.結論與建議

在勞動經濟課程中我們學到對教育的兩種看法：教育會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因此有高學歷者往往能在勞動市場獲得較高的工資，但另一種說法是，教育僅為雇主在判定員工是否具有生產力的一個判定標準，接受教育這件事本身並不能提高受教者的生產力，但由於高能力與低能力者接受教育所需花費的成本不同，導致高能力與低能力的勞工會選擇不同的教育程度。

現今台灣社會，教育作為信號的公用強過於實質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效果。政府廣設大學院校，提升學生受教機會，但另一方面也造成教育資源分配不足，大學畢業生氾濫，雇主也難從眾多大學生中找出生產力高的員工，於是雇主會將他們的分辨標準提高，如圖表 4中，能力高者受教育的成本低，能力低者受教育的成本高，則雇主可以定出受教年數Ｙ（如大學畢業）來分辨高低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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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教育為信號理論

但在大學院校增加，政府的補貼政策（如就學貸款）等實行後，全民受教育的成本皆降低（高成本” 低成本”），使原本Ｙ的受教年數無法分辨員工能力，所以雇主必須將受教年數提高到Ｙ“來辨別高低能力者，如圖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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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　教育為信號理論

有鑒於上述目前台灣社會學士、碩士畢業的學生高較低就的情況逐漸增加，這是由於教育為判定標準的理論在目前台灣社會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致。當然此時不能如同課堂上理論所述地那般，為了簡化影響因素而將教育的公用完全二分，但是不可否認地，在現今大學生滿街跑的台灣社會當中，許多雇主由於無法分辨哪些大學生才是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員工，因而轉而選擇雇用具有較高學歷的碩士學生。這並不是因為工作真正需要到碩士程度的學歷，而是因為雇主藉由學歷作為篩選出較有能力的員工的標準。
而在這種情勢所逼之下，許多學生進入研究所就讀，主要原因也不是提高自己的學識技能，而僅僅是為了在未來出社會找工作時，能夠藉由較高的學歷讓自己有較多的工作機會與較高的薪資待遇罷了。許多人會衷心告誡追求高學歷的學生們，學歷只是一塊敲門磚。但當這塊敲門磚在社會當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時，許多學生們將不得不因應潮流，在自己的口袋裡多放一塊敲門磚。而雇主和求職者的這些心態，也就造就了高較低就愈來愈嚴重的社會。

另外，政府積極推行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政策，是否能達到增進民眾之生產力又是一大疑問？假設一開始圖表4為九年國民教育政策時，高成本的人會選擇唸完國中立即就業，而低成本的人則會繼續唸高中或是求取更高的學歷，每個人皆會選擇令自己一生利潤極大的就學年數。而後政府推行十二年國民教育時，即從圖表4轉變成圖表5。先撇開政府補貼國民教育的費用從何而來，或是增加課稅而使得人們的福利下降等社會問題。對於高成本的人而言，雖然因為政府的補貼而減低接受教育的成本，但是必須強迫多接受三年的高中教育。由於唸完國中即就業的選擇是高成本的人最適選擇，政策施行後會因為多接受三年的高中教育而使得一生中可賺錢的年數減少，勢必會有讓高成本的人福利下降。對於低成本的人，原本就會選擇至少唸完高中，再加上政策施行會減低接受教育的成本，此時低成本的人會選擇求取更高的教育，讓低成本的人福利上升。最後大家的就學年數皆增加，假使市場上工作的性質與勞工需求沒有變動的話，則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政策可能會間接造成高教低就的情形更嚴重。
最後由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資料發現,教育程度高者發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比例較高。雖然高中、高職教育程度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情形已有減少，但是專科、大學及以上之教育程度者則有惡化之趨勢,顯示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力未能配合職場實際需要,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而高等教育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低度運用者比率偏高，會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因此，高等教育在學率的釐訂必須具前瞻性，同時教育投資量的增減應與經濟發展計畫作合理的配合(林文達,1995)。要配合知識經濟時代需求的人才，教育制度需配合培養符合知識經濟社會需要，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人力資源,同時透過職業訓練，提昇勞動素質，以增加工作機會避免造成所學非所用，或是所用非所學的現象以改善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低度運用的問題。

此外，政府或104人力銀行等相關單位多提供勞動需求者與勞動供給者交流之平台，使資訊可以透明化，進而減低發生學非所用之情形，有助於穩定勞動市場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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